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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２０条中 “滥用股东权利”
规定的理论与实践

楼秋然

　　摘　要：由于缺乏控制权与退出机制，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极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压
迫。少数股东本可借助于 《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１款、第２款的规定获得总括性的救济。然而，
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从 “超越权利外部界限”的角度理解 “权利滥用”、仅向少数股东提供
极为有限的救济方式，《公司法》第２０条未能发挥其兜底条款的功能。面对相近似的问题，在
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各州公司法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从权利的内部界限判断压迫或者权
利滥用的构成；尽可能地向少数股东提供多样化的救济方式。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问题及美国
公司法的当代发展，我国 《公司法》及司法实践应当进行如下完善：１．以对合理预期标准与
Ｗｉｌｋｅｓ案规则的中和为基础，从权利内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２．借由法律解释或者修
法向少数股东提供所有正当且合适的救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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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被 “锁定”〔１〕，是所有市场交易的噩梦。面对 “被锁定”的可能，明智的投资者会事先安
排繁冗的保护机制，高昂的缔约成本也随之产生；轻率或者粗心的投资者对危险毫无察觉，在
事后可能面临任人鱼肉的困局。在所有非独资的企业形态中，有限责任公司的少数股东被锁定
的几率最高。相较于控股股东，由于几乎所有的公司事务都由 “多数资本”决定，少数股东无
法 “用手投票”来阻止控股股东实施的机会主义行为。相较于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
少数股东，或者合伙企业中的少数派合伙人，由于缺乏收回投资、退出公司的机制，有限责任
公司的少数股东难以 “用脚投票”全身而退。〔２〕正因如此，有限责任公司中的控股股东可以轻
易地 “锁定”少数股东，并对其实施各种 “压迫”行为。这些压迫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拒绝派
发股利”、“霸占董事会”、“向控股股东或其亲信支付高额工资”。根据美国学者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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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压迫”，会使少数股东的股权价值发生高达 “３５％”的折价。〔３〕如果公司法不给予少数
股东必要的救济，那么或者有限公司的融资成本因逆向选择问题〔４〕激增，或者控股股东取得
不当利益。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不效率、不公平的。当然，有人也许会说，面对如此利害关系，
少数股东完全可以通过事先的合同安排进行自我保护。然而，由于各种原因 （本文将在下文中
详述），少数股东往往在进入公司时选择了沉默。另外，即使少数股东会在事先进行自我保护，
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公司法也应当向股东提供一份相关问题的 “标准合同条款”。〔５〕

正因如此，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公司法，都对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受压迫股东提供了
一定程度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亦对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提供
了一套救济体系。这套救济体系首先体现为一系列针对具体公司情境的法条。例如 《公司法》
第１６条、第２１条对控股股东进行的 “关联交易”设定了 “表决回避”、“不得损害公司利益”
的限制；第２２条规定了股东会决议的无效、可撤销事由；第３３条规定了股东对公司会计账
簿、财务会计报告等的查阅权；第７４条规定了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这些适用范围有
限的救济方式显然难以为少数股东提供全面、综合的救济。以第７４条为例，该条允许异议股
东在 “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股东会会议通
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时退出公司，使少数股东可以 “用脚投票”。然而，一则第７４条
适用范围狭窄，当控股股东实施其他压迫行为时，少数股东仍然被牢牢地 “锁定”在公司之
中；二则 “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中的 “五年”时限过长、且极易被规避，〔６〕难以阻
止控股股东进行 “拒绝派发股利”的压迫行为。有鉴于此，《公司法》特别设置了第２０条第１
款、第２款，要求公司股东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以向少数股东提供
“兜底”保护。然而，何谓 “滥用股东权利”、第２０条第１款前段的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依法行使”是否构成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的限定性修饰词等问题都尚存疑问。〔７〕

有学者甚至认为，“不得滥用股东权利”的规定由于语义过于模糊，根本无法在实践中产生实
效。〔８〕除股东得借以寻求救济的请求权基础存在缺陷之外，《公司法》规定的救济方式也缺乏
多样性、难以回应个案的具体需求。除 “股份回购”、“撤销决议或宣告决议无效”、“提供公司
信息以供查阅”、 “宣告公司对外订立的合同无效”之外，作为兜底条款的第２０条仅规定了
“赔偿损失”这一种救济方式。相较于美国各州公司法中上至解散公司，下至股利派发、指派
临时董事等的多样化救济方式 （下文将会详述），我国 《公司法》规定的救济方式显然难以回
应千差万别的个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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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若欲提升有限责任公司中少数股东的受保护程度，就必须厘清 “滥用股东权
利”的内涵、丰富对少数股东进行救济的方式与手段。本文的目的便在于就上述问题进行研
究。本文的结构可以概括如下：第二部分将结合我国法院判决，廓清法院对 “滥用股东权利”
的理解及其实际采用的股东救济方式；第三部分会对上述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检
讨；第四部分将对美国公司法中的股东压迫规则的发展进行借鉴；第五部分会提出我国 《公司
法》的完善建议。

二、司法实践中的少数股东救济

（一）“滥用股东权利”的司法认定
虽然 《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１款、第２款使用的 “滥用股东权利”存在语义模糊的问题，

我国法院却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认定 “滥用股东权利”的司法规则。本文依托万律
（Ｗｅｓｔｌａｗ　Ｃｈｉｎａ）法律信息平台〔９〕对以 《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１款、第２款为判决依据的法院
判决进行了搜集。通过该平台的法条联想功能，本文共得到与 《公司法》第２０条有关的司法
判决共６０２件。去除其中以第２０条第３款为判决依据、仅当事人主张适用第２０条第１款和／
或第２款、一审适用但二审不适用、重复的判决之后，直接涉及 “滥用股东权利”的司法认定
的判决仅剩余２３件。虽然可供研究的样本数量不大，但在这２３件判决中不仅有全国多地多审
级法院做出的判决，更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因此，体现在这２３件判决中的司法规则
仍然较好地体现了现阶段的司法态度，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从这２３件判决的内容来看，法
院在认定股东是否 “滥用”股东权利时，存在两种主要的倾向：第一，强调行权程序、股东自
治；第二，注重股东权利的外部界限。
在２３件判决中，有１１起案件 （无相反判决）的法院以股东行权 “未履行法定程序”为

由，认定股东滥用其股东权利。
例如，在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冶金矿业总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中，海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
“关于在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７日 《三亚渡假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形成过程中，被告是否滥

用了股东权利的问题。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中冶公司要求股东对第三人和海韵公司土地开发合
作事宜进行表决，其中持有６１．２４％股份的股东赞成，持３４．８３％股份的股东投了反对票，
其他股东弃权，未达到我国 《公司法》第４４条所规定的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
过。中冶公司利用其董事长邹健同时为度假村公司董事长的条件和掌管度假村公司公章的权力
自行制作 《三亚度假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系滥用股东权利，并由此侵犯了海钢集团的合
法权益。”
当然，由于股东行权未履行法定程序属于当然的 “权利滥用”，因此仅仅通过上述案件尚

难得出法院会将何种行权行为排除在 “权利滥用”的范围之外的结论。然而，在这２３件判决
中，有３起案件 （无相反判决）的法院判决认为，只要股东行权符合法定或章程规定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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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万律 （Ｗｅｓｔｌａｗ　Ｃｈｉｎａ）法律信息平台是汤姆森路透法律信息集团在 Ｗｅｓｔｌａｗ的基础上，为中国法律专业人
士提供的智能化法律研究工具，涵盖了自中央政府机关、全国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１９４９年以来所
颁布的超过８００，０００条法律法规，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全国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法院以及海事法
院在内的法院官方公布的４７０，０００多个裁判文书。英文法律信息数据库涵盖１１，６００篇法律法规、１１个法
律专题、４，０００个裁判要点、期刊摘要以及法律资讯，且相关内容仍在迅速扩充。



法院便须尊重 “股东自治”、保持司法克制。
例如，在金隆国际有限公司与无锡百和织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

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
“百合公司 《关于２００８年利润分配的议案》的股东会决议决定，对于２００８年的利润，不

进行分配，也不转增股本。该行为是百和公司对其财产进行处分的行为，是其行使自主经营权
的表现，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因此，金隆公司请求确认 《关于２００８年利润分配的议案》
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种认为 “只要股东行权履行了法定程序便不构成权利滥用”的司法观点，甚至得到了最

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的 “适法性”背书。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８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发布的第１０号
指导案例的 “裁判要点”中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件中应当审查：会议
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以及决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司章
程。在未违反上述规定的前提下，解聘总经理职务的决议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属实，理由是否成
立，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１０〕

当然，上述司法观点并非绝对。法院在另外８起样本案件中 （无相反判决）认为，即使行
权程序获得履行，若股东行权超越了其他 “外部限制”，其行权亦构成 “权利滥用”。从判决内
容来看，此种外部限制包括：１．除 《公司法》第２０条以外的法律规范、公司章程对行权股东
施加之义务；２．其他股东依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享有的其他权利。
例如，在嘉兴市华经科工贸有限公司与嘉兴市佳惠畜禽食品有限公司、蔡丽阳、陈彩宝与

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中，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
“佳惠公司作为华能公司的股东，应依法行使资产收益、管理决策等股东权利，而不能滥

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在华能公司获得股东投入的资金和专利技术完成生产
设施建设并初步开始经营之时，佳惠公司利用其在华能公司的有利地位，与蔡丽阳恶意串通，
伪造借款凭证，将正常投入到华能公司的２０万元投资款改成借款，并以华能公司借款未归还
为由提起诉讼，佳惠公司的上述行为明显属于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在该案中，股东违犯了
不得抽逃出资的法定义务）
再如，在叶纪卫、葛晓卿与平湖伟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案中，浙江省

平湖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虽然资本多数决原则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属于资本多数
决处分范围的股东权，应尊重公司多数决的意志，但控股股东也不应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侵害
小股东的权益，尤其是股东固有的，非经股东自身同意不可剥夺的权利。”
综上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只要股东行权未有违犯行权程序之情形且未超越其他外部限

制，法院便不会认定其行权属于权利滥用。〔１１〕

（二）司法实践中的少数股东救济方式
除 “滥用股东权利”内涵的廓清之外，少数股东能够获得的救济方式也对其受保护的程度

至关重要。在上述２３件判决中，寻求救济的股东在１６起案件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救济。不同
的救济方式及其分布状况，可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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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由此案引起的学理讨论，可详见彭冰：“理解有限公司中的股东压迫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１０号评
析”，载 《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１４）第１５卷第１辑，第７４－１０５页。

２３件法院判决中余有一件不符合上述司法规则，即 “张某某、张某某与上海某某贸易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
纠纷案”。该案判决涉及 “公司僵局”、“少数股东权利滥用”而非 “控股股东滥用权利”的问题。



表１

救济方式 适用该救济方式的案件数量

赔偿损失 ８件

股利派发 １件

撤销决议、宣告决议无效 ５件

宣告其他股东对外签订的合同无效 １件

宣告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无效 １件

　　从上述案件的判决内容来看，法院在救济方式的选择方面呈现出一种 “有限制的突破”的
司法态度。

《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２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从浅显的文义来看，“赔偿损失”是 《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２款唯一
明确规定的关于 “权利滥用”的救济方式。由此，法院在股东获得救济的一半案件中选择 “赔
偿损失”作为救济方式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却并没有将 “赔偿损失”作
为 “唯一”的可供选择的救济方式，而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例如，在马某某与上海康鹏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国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何某某、上海康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确认 “滥用股东权利”的情况下，选
择宣告股东会决议无效作为救济方式。再如，在胡安康与李静华、胡安隍、杨学胜公司增资纠
纷案中，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确认 “滥用股东权利”的前提下，以宣告三被告之间订
立的 《合伙协议》无效作为救济方式。
在与选择 “赔偿损失”作为救济方式的案件数量等多的判决中 （详见上表），法院对第２０

条第２款的 “唯一”的救济方式进行了突破。但是，这种突破是有限制的。这种限制表现为
“赔偿损失”以外的救济方式，必须得到其他请求权基础的支持。例如，“撤销决议、宣告决议
无效”可以得到 《公司法》第２２条的支持；“宣告股东或者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无效”可以得
到 《合同法》第５２条、《公司法》第３７条和第３８条的支持。然而，一旦某种救济方式无法得
到其他请求权基础的支持，即使该种救济方式符合个案需求，法院也不会选择适用。这种司法
态度在 “林某与某公司、曹某、戴某其他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该
案案情相对简单：林某 （持股４０％）和戴某 （持股６０％）组建设立了Ｅ公司。也许是出于自
我保护的需要，林某与戴某约定，公司的公章由双方共同保管。后，林某同意戴某将其股权转
让于第三方Ｆ公司。后Ｆ公司单方取走公章，以Ｅ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一审法院认可了
林某的诉讼请求，判决Ｆ公司将公司公章交回、恢复共同保管的原状。然而，二审法院以林某
与戴某之间订立的协议不能约束Ｅ公司、Ｆ公司，公章所有权属于公司为由，撤销了一审法院
的判决。由此可见，虽然将公司公章交回公司、由股东共管能够很好地阻止控股股东对少数股
东的进一步 “压迫”行为；但是，由于该种救济方式没有 《合同法》、《物权法》或者基于公司
章程产生的请求权基础，法院也不会考虑适用此种救济方式。
从上述法院的判决中，本文得出以下三方面的结论：第一，虽然 《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２

款仅明确规定了 “赔偿损失”这一种救济方式，但法院并没有将其作为 “滥用股东权利”案件
中的 “唯一”救济方式；第二，法院的这种 “突破”是有限制的，即形成突破的救济方式必须
得到其他请求权基础的支持；第三，在其他法律规范或者公司章程没能为其他救济方式提供支
撑时，第２０条第２款没有提出更多的救济方式很可能局限股东获得救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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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司法实践的反思与检讨

（一）对关于 “滥用股东权利”的司法认定的反思
从上文列举的２３个司法判决的内容来看，我国法院目前将 “滥用股东权利”界定为 “超

越外部限制”的股东行权行为。然而，此种司法认定至少具有如下三种缺陷：
第一，不足以遏制控股股东的压迫行为。在接近半数 （１１／２３）的法院判决中，法院以违

反行权程序为由认定股东行权行为构成权利滥用。由此可见，保全公司程式已经成为保护少数
股东的主要手段。然而，仅此显然不足以保护少数股东。其原因显而易见：只要控股股东持股
达到法定 （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或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并且按照法定或章定的程序、方式
召集会议、进行表决，少数股东便不能基于 “违反行权程序”获得救济。这一点得到了样本判
决的支持。在其中的３件判决中 （无相反判决），法院便因股东行权符合程序而保持了司法克
制。在另外的８件法院判决中，法院以股东行权违反法定义务或侵犯其他股东的法定权利为由
认定存在 “权利滥用”。此种司法实践虽然为少数股东提供了额外的保护，但是仍然存在明显
的缺陷。法律条文难免有时而穷，仅以法律之明文规定作为权利的界限，“无疑会把为数不少
的，但在法律上未作规定的滥用行为认定为正当的权利行使”。〔１２〕由此可见，少数股东若想不
被锁定、免遭压迫，就必须在进入公司之前与控股股东进行协商，自行设计周全的保护机制。
这种强调 “股东自救”而非 “司法干预”的做法也是美国特拉华州法院采取的径路。〔１３〕这一
径路的理论前提在于，面对被锁定与压迫的可能，少数股东会在进入公司时为自己设置详尽的
保护机制。然而，这一理论前提却具有十分重大的缺陷：
首先，为了维持信任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少数股东往往不会进行 “事先”的自我保

护。〔１４〕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往往具有亲属或者其他较为亲密的人际关系。〔１５〕这种值得相
互信赖的氛围，会使股东认为进行事前协商是不必要的。除此之外，即使少数股东认为进行事
先协商是必要的，但在压迫行为出现之前、股东之间仍然高度信任之时，贸然提出未来分崩离
析的可能性会导致的不愉快、尴尬将使少数股东选择保持沉默。由此可见， “先君子”而非
“先小人”是大多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偏好。
其次，即使少数股东在事先进行了合同安排，由于 “有限理性”问题的存在，这种安排也

必然是 “不完全”的。如果真的存在 “事先协商”，少数股东也只能根据其可能预见到的压迫
行为的种类设计保护机制。但是，控股股东可以实施的压迫行为却种类繁多，难以被完全预
见。如此一来，通过事先协商形成的保护机制会被轻易规避。另外，与合同中的 “违约损害赔
偿条款”一样，由于被认为发生概率较小或者低估其严重性，〔１６〕处理 “压迫”的保护机制并
不是总能被设计得十分精妙。
综上所述，这种强调 “股东自救”而非 “司法干预”的径路，忽视了 “事先协商”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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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汪渊智：“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载 《法学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５期，第１９页。

Ｓｅｅ　Ｎｉｘｏｎ　ｖ．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６２６Ａ．２ｄ１３６６，１３７７（Ｄｅｌ．１９９３）．
以下关于该点的论述，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Ｋ．Ｍｏｌｌ，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ｒ　Ｎｏｔ）Ｆｒｏｍ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４０Ｗａｋ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Ｒｅｖ．８８３，９１１－９１６（２００５）．
这种 “人合性”被我国公司法学者称为是有限责任公司本质特征中内在的、固有的、更主要的方面，段威：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时 “其他股东同意权”制度研究，载 《法律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１３页。

Ｓｅｅ　Ｐ．Ｓ．Ａｔｉｙａｈ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Ｓｉｍｉｔｈ，Ａｔｉｙａｈ’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０５，ｐ．３９２．



靠性，难以为受压迫的少数股东提供救济。
第二，上述司法实践也与 “权利滥用”的法学通说相悖。〔１７〕拉伦茨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出

了六类 “权利的界限”：法律和当事人约定的内容；其他人的权利以及一些重要的利益；权利
人所负担的义务；权利冲突；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难；其他来自于法律思想和 “诚实与信用”原
则的限制。“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便属于其所列举的最后一种。遵循这一原则，法院会将 “那
种基本上还属于权利范围内的行为作为 ‘权利滥用’而视之为非法”。王泽鉴教授更认为，权
利滥用系指 “行使权利系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１８〕由此可见，依法学通说，行使权利是否
构成 “权利滥用”，并非仅从权利的外部界限加以考察；即使仍属权利范围，若其行使的主要
目的在于损害他人，仍然属于权利滥用。因此，仅以是否超越权利的外部界限判断 “权利滥
用”显然有悖于法学通说。

（二）对司法实践中采用的救济方式的反思
本文在第二部分指出，对救济方式的选择问题，现阶段的司法实践采取的是一种 “有限制

的突破”的态度。这种司法态度至少具有两方面的缺陷：
第一，此一态度导致法院更多地寻求权利的 “外部界限”来证成 “权利滥用”的存在。魏

德士教授指出，“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满足了某个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但是法律适用者却不
能立即采纳该规范的法律后果”。〔１９〕当当事人寻求的救济方式不能从其请求权基础的法律效果
中推导而出时，这种 “不能立即采纳”也就当然地发生了。从文义来看，《公司法》第２０条第

２款仅明确规定了 “赔偿损失”这一种救济方式。显然，法院难以从第２０条第２款中推导出其
他的救济方式。由此，如果受压迫的少数股东通过第２０条第２款主张 “赔偿损失”以外的救
济方式时，法院便不能立即适用第２０条第２款。为实现向少数股东提供救济的目的，法院必
须寻求其他请求权基础的帮助。但若欲 “借用”其他请求权基础规定的法律后果，就必须满足
一个前提条件，即满足其他请求权基础的构成要件。例如，在 “借用”《公司法》第２２条第２
款的规定 “撤销决议”时，法院就必须证成存在 “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公司章程”的情况。如此一来，第２０条第２款中的 “滥用股东权利”是否构成就必须
受到其他请求权基础的限制。因此，“有限制的突破”这一司法态度，将加剧法院以 “超越外
部界限”作为权利滥用的做法。
第二，此一司法态度不仅降低了少数股东获得救济的可能性，也难以回应个案需求。“有

限制的突破”这一司法态度的上述失败可以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１．在有限责任公司的
语境中，控股股东往往通过 “拒绝派发股利”进行对少数股东的压迫行为。然而，除已经做出
派发股利的公司决议、《公司法》第７４条的构成要件已获满足之外，少数股东并没有权利要求
公司向其派发股利。在 “有限制的突破”的司法态度之下，由于 《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２款没
有规定 “派发股利”的救济方式，且无其他请求权基础的支持，法院会拒绝少数股东关于派发
股利的诉讼请求。〔２０〕２．在本文于第二部分提到的 “林某与某公司、曹某、戴某其他与公司有
关的纠纷案”中，法院便因没有任何请求权基础可以支持 “公章共管”的救济方式而驳回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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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下文论述，若无特别引用，详见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０４－３０９页。
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５１页。
［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８７页。
梁上上：“论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兼评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载
《现代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６７－６８页。



数股东的诉讼请求。事实上，在该案中，将公司公章交还公司、恢复公章由股东共管的原状不
仅符合股东预期，也有助于防止控股股东在未来的进一步的压迫行为。然而，就是因为 “有限
制的突破”这一司法态度，“赔偿损失”以外的救济方式在没有其他请求权基础支持时得不到
法院的支持。
综上所述，无论是 “滥用股东权利”的司法认定，还是司法实践中运用的少数股东救济方

式都存在明显的缺陷，亟须加以改造、完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各州公司法围绕上述两个问
题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规则、积累的经验对我国 《公司法》的发展亦具
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在本文第五部分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之前，下一部分将对美国
公司法的相关发展进行简要的评介。

四、少数股东压迫救济在美国公司法上的发展

（一）“压迫”的内涵
向受压迫的少数股东提供救济，对美国公司法来说可谓由来已久。〔２１〕早在１９３３年，伊利

诺伊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就已经在制定法中允许少数股东以受到压迫为由请求解散公司。２０世
纪７、８０年代，以新泽西州为首，美国的许多州开始尝试 “少数股东压迫”问题的制定法化。
然而，这些早期的制定法都没有为 “压迫”下一个定义。填补这一空白的重任也就自然地落到
了法院的肩上。
起先，法院是通过 “平等机会”规则来判断压迫的存在与否的。这一规则在 “Ｄｏｎａｈｕｅ　ｖ．

Ｒｏｄ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ｙｐｅ　Ｃｏ．”案〔２２〕中被提出。在该案中，马塞诸塞州最高法院首先将闭锁公司 （相
当于我国 《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公司）与合伙进行了对比。由于与合伙一样，闭锁公司的成
功的前提条件在于股东之间是否彼此信赖、绝对忠诚。因此，闭锁公司的股东也需要对彼此尽
到 “最大善意和忠诚”的义务。依循这一义务，当控股股东的股份被回购时，公司也应当向少
数股东提供一个平等的机会，以使其退出公司。根据 “平等机会”规则，只要少数股东没有获
得与控股股东相同的待遇，法院就会认定 “压迫”或者 “权利滥用”的存在。这一规则虽然能
够为少数股东提供强有力的救济，但是强调绝对的平等也会降低公司回应正当商业需求的能
力。
正是考虑到这一缺陷，仅一年之后，马塞诸塞州最高法院便对 “平等机会”规则进行了修

正。在 “Ｗｉｌｋｅｓ　ｖ．Ｓｐｒｉｎｇｓｉｄ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Ｉｎｃ．”案〔２３〕中，法院认为，对平等机会规则的
绝对适用，会对控股股东追求正当商业目的的能力造成损害。因此，当少数股东以受到压迫为
由提起诉讼时，法院应当仔细考察控股股东的被诉行为是否具有一项合法的商业目的。当然，
少数股东可以进一步主张：这一商业目的本可通过其他对其损害较少的手段达成。有鉴于此，
只有在被诉行为没有合法的商业目的或者目的与手段之间不合比例时，法院才会认定压迫或者
权利滥用的存在。虽然这一判决颇有成效地平衡了公司参与者之间的利益，然而少数股东的利
益仍会因 “商业目的”而受到损害的事实，促使法院继续寻求构成压迫的其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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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２３〕

以下关于美国各州公司法的相关历史，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Ｊｏｈｎ　Ｈ．Ｍａｔｈｅｓｏｎ　＆Ｒ．Ｋｅｖｉｎ　Ｍａｌｅｒ，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ｔａｔｕｔｏ－
ｒ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Ｈｅ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９１Ｍｉｎｎ．Ｌ．Ｒｅｖ．６５７，６６５－６６６（２００７）．
Ｄｏｎａｈｕｅ　ｖ．Ｒｏｄ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ｙｐｅ　Ｃｏ．，３２８Ｎ．Ｅ．２ｄ５０５（Ｍａｓｓ．１９７５）．
Ｗｉｌｋｅｓ　ｖ．Ｓｐｒｉｎｇｓｉｄ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Ｉｎｃ．，３５３Ｎ．Ｅ．２ｄ６５７（Ｍａｓｓ．１９７６）．



在 “Ｉｎ　Ｒｅ　Ｋｅｍｐ　＆Ｂｅａｔｌｅｙ，Ｉｎｃ．”案〔２４〕中，纽约州上诉法院提出了 “合理预期”标准。
在该案中纽约州上诉法院认为，所谓的 “压迫”系指少数股东在加入公司时所抱持的 “合理预
期”遭到了实质性的挫败。这些合理预期包括但不限于 “稳定的工作”、 “按比例获取股利”、
“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当然，合理预期不能仅为少数股东的主观预期，还必须为控股股东所知
晓或者应当知晓。由此，只要这些合理预期遭到挫败，法院便应当认定存在压迫或者权利滥
用。后继的法院判例对这一 “合理预期”标准也进行了修正：合理预期不局限于股东 “进入”
公司时抱持的预期，还包括随公司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预期。〔２５〕

尽管 “合理预期”标准并非没有缺陷 （本文将在下文论述），其目前仍然已经成为最受美
国各州公司法认可的、用以判断压迫或者权利滥用存否的标准。〔２６〕

（二）可供选择的救济方式
对于股东压迫救济制定法化或者采纳模范商事公司法 （以下简称 “ＭＢＣＡ”）的州来说，

法院往往会采用十分严苛的标准来判断压迫的构成。其原因在于：部分州的制定法以及 ＭＢ－
ＣＡ往往仅明文规定 “解散公司”这一种救济方式。〔２７〕由于解散公司 （尤其是仍在盈利的公
司）是一种相当严厉的救济方式，法院往往只有在压迫 “持续而异乎寻常”时〔２８〕才认定压迫
存在。这种严苛的标准显著地降低了少数股东获得救济的可能性。为此，美国各州的公司法采
用了三种路径来丰富股东压迫中的救济方式。
第一，通过制定法来增加救济方式。为了增加少数股东获得救济的可能性，美国部分州通

过修订其制定法来容纳更多的救济方式。新泽西州的制定法就明确规定，除解散公司之外，法
院还可以给予少数股东包括指定公司看守人 （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ｎ）、临时董事、出售公司股份在内的救
济方式。〔２９〕明尼苏达州的制定法则更进一步，其允许法院提供任何正当且合适的救济方
式。〔３０〕

第二，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在 “Ｓｃｏｔｔ　ｖ．Ｔｒａｎ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案〔３１〕中，华盛顿州最
高法院即认为除公司解散之外，ＭＢＣＡ事实上仍然允许法院使用其他救济手段。其论据在于：

ＭＢＣＡ规定的是法院 “可以”（Ｍａｙ）解散公司；“可以”一词就表示公司解散并不是排他、唯
一的救济方式，法院 “也可以”采用其他救济方式。
第三，借助 “衡平法”的力量。众所周知，英美法上存在 “普通法”与 “衡平法”的区

分。当当事人无法得到普通法的救济时，法院会借助衡平法的力量来实现公平。这种方式也被
部分美国法院利用，以解决制定法规定的救济方式不足的问题。例如，西弗吉尼亚州的最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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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Ｉｎ　ｒｅ　Ｋｅｍｐ　＆Ｂｅａｔｌｅｙ，Ｉｎｃ．，４７３Ｎ．Ｅ．２ｄ１１７３（Ｎ．Ｙ．１９８４）．
Ｍｅｉｓｅｌｍａｎ　ｖ．Ｍｅｉｓｅｌｍａｎ，３０７Ｓ．Ｅ．２ｄ５５１（Ｎ．Ｃ．１９８３）．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Ｈ．Ｍａｔｈｅｓｏｎ　＆Ｒ．Ｋｅｖｉｎ　Ｍａｌｅｒ，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Ｈｅ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９１Ｍｉｎｎ．Ｌ．Ｒｅｖ．６５７，６６８－６６９（２００７）．
Ｓｅ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Ｋ．Ｍｏｌｌ，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１５Ｈｏｕｓ．
Ｂｕｓ　＆Ｔａｘ　Ｌ．Ｊ．２０６，２３６（２０１５）．
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Ｐａｒａｄｏｘ：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Ｉｎ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Ｓｈａｒｅ－
ｈｏｌｄｅｒ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４９Ｕ．Ｒｉｃｈ．Ｌ．Ｒｅｖ．２８７，２８８（２０１４）．
Ｓｅｅ　Ｂａｒｒｙ　Ｆ．Ｇａｒｔｅｎｂｅｒｇ，Ｔｈｅ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ｃｔ’ｓ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ａｄｌｏｃｋ　Ｒｅｍｅｄｙ，２９０－ Ｏｃｔ　Ｎ．Ｊ．Ｌａｗ．４３，４４（２０１４）．
Ｍｉｎｎ．Ｓｔａｔ．§３０２Ａ．７５１，ｓｕｂｄｉｖ．１（２００４）．
Ｓｃｏｔｔ　ｖ．Ｔｒａｎ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６４Ｐ．３ｄ（Ｗａｓｈ．２００３）．



诉法院即认为，法院具有衡平法上的权力去提供制定法没有规定的救济方式。〔３２〕但是，并非
所有的法院都如此具有 “能动性”。例如，得克萨斯州最高法院便没有动用这项权力。〔３３〕

综上所述，虽然存在一些例外或逆反，少数股东救济在美国公司法上的发展大致呈现出两
大趋势，即：以合理预期标准作为判断压迫或者权利滥用存在的标准；通过各种路径向少数股
东提供尽可能多样化的救济方式。

五、代结语：对我国 《公司法》及司法实践的完善建议

（一）理解 “滥用股东权利”
本文在第三部分已指出，仅将超越权利外部界限的行权行为认定为权利滥用不仅难以为少

数股东提供救济，更与关于权利滥用的法学通说相悖反，实不足取。那么，在公司法的语境
下，法院究竟应当如何理解 “滥用股东权利”？一种可能的方案是引入在美国公司法上被广泛
接受的合理预期标准。然而，合理预期标准亦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合理预期标准下，判断压迫
或者权利滥用的着眼点不再是行权者的某种不当行为，而变为少数股东预期的落空；只要少数
股东的合理预期落空，法院便应当判定压迫或者权利滥用的存在。如此一来，合理预期标准便
在事实上回到了 “平等机会”规则的老路上。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一种更好的选择是对 “合
理预期”标准与 Ｗｉｌｋｅｓ案规则进行中和。即，一方面，任何主张受到压迫行为的少数股东，
都应当首先举证证明他／她的某项 （与股权投资相关的）合理预期遭到挫伤；另一方面，只要
控股股东能够举证证明其行为存在一项合理的商业目的，并且在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一种合比
例性，就不会被认定为权利滥用。这一中和规则的适用至少具有如下的正当性：
第一，符合 “权利滥用”的法学通说。依法学通说，权利滥用系指权利之行使以损害他人

为主要目的。至于何谓 “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则应以 “利益衡量”作为判断基准。若行权
人所得甚少而他人及社会所受之损失甚大时，法院就应当判定存在 “权利滥用”。因此，禁止
权利滥用的实质内涵在于，要求权利人行权时 “合比例”得考虑他人利益。而在公司法的语境
下，需要考虑的因素至少包括 “公司利益”及 “少数股东利益”。以 “存在合法的商业目的”
且 “最小化少数股东所受损害”作为判断 “权利滥用”的标准正符合权利滥用的实质。对于
“合法的商业目的”的要求可以防止股东滥权损害公司利益；对于 “合比例”的要求则可以防
止股东滥权损害少数股东利益。因此，采纳中和规则是符合法学通说对 “权利滥用”的理解
的。
第二，能够更好地为少数股东提供救济。首先，以中和规则判断权利滥用的存在，可以将

权利范围内的滥用行为纳入司法干预的范围。其次，从举证责任的角度，中和规则也有利于少
数股东。在该规则之下，少数股东仅需证明控股股东的行权导致了其合理预期的落空。如果控
股股东不能证明合理商业目的的存在、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合比例性，压迫或者权利滥用就构成
了。这种举证责任的安排有其正当性基础：少数股东往往或者被排除在管理层之外，或者被拒
绝接近公司信息，因此要求少数股东就公司决策不具有合法的商业目的进行举证会造成其严重
的举证负担。
综上所述，我国未来的司法实践应当以上述中和规则为基础，从权利的内部界限的视角正

确地理解 “股东滥用权利”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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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Ｓｅｅ　Ｍａｓｉｎｔｅｒ　ｖ．Ｗｅｂｃｏ　Ｃｏ．，２６２Ｓ．Ｅ．２ｄ４３３，４３９（Ｗ．Ｖａ．１９８０）

Ｒｉｔｃｈｉｅ　ｖ．Ｒｕｐｅ，４４３Ｓ．Ｗ．３ｄ８５６，５７Ｔｅｘ．Ｓｕｐ．Ｃｔ．Ｊ．７７１．



（二）丰富对少数股东的救济方式
本文在第三部分中已经指出，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在救济方式的选择问题上采取的是 “有

限制的突破”的态度。这种司法态度不仅不利于少数股东获得救济，更难以适应千差万别的个
案需求。美国各州公司法为解决相似问题采用了三种径路。在这三种径路中， “借助 ‘衡平
法’”的力量显然不符合我国的法律现状。因此，可行的道路只剩下 “法律解释”和 “改造现
行法”。而这两条道路都是可行的。
第一，法律解释。《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１款规定，公司股东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

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第２款规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虽然 《公司法》
第２０条仅明确规定了 “赔偿损失”这一种救济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赔偿损失是唯一的选择。
这种将其作为唯一选择的解释方法至少存在两大问题：１．“造成损失”不过是 “损害公司或者
其他股东的利益”的一种方式；某些公司法语境下的权利滥用行为并不一定立即造成损失，例
如，控股股东拒绝少数股东接近公司信息的行为并不立即产生 “损失”。２．造成损失自然应当
赔偿损失，然而就此认为 “没有损失就没有责任”或者 “造成损失只需赔偿损失”就显得过于
草率了。由于 “滥用股东权利”属于一种侵权行为，法院在解释 《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１款时，
应当将其法律效果部分与 《侵权责任法》第１５条相连接。该法第１５条虽然列举了８种责任方
式，但在总起部分使用了 “主要有”的字样以表示此列举并非排他。由此可见，进行上述法律
解释可以大大地增加可供选择的救济方式。
第二，改造现行法。修法固然有其成本，但却是一种最直接的增加救济方式的方法。若修

法成为现实，本文建议采用下述模式。首先，《公司法》应当根据公司法的特殊语境，对可供
法院选择的救济方式进行不完全列举。这些救济方式可以包括：派发股利、要求公司或者控股
股东回购少数股东股份、〔３４〕指派临时董事、增加或者删除公司章程条款等。其次，为适应个
案需求，《公司法》应当增设 “兜底”的救济方式，即允许法院采用任何正当且合比例的救济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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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在股份回购过程中产生少数股东股权价值的不正当稀释、利益输送和控股股东的机
会主义行为，应当在原则上不对少数股权价值进行折价计算。参见楼秋然：“评估权中的少数股权折价问题
研究”，载 《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１５４－１６１页。


